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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可视化设计的历史性研究通常将其发展看作一个系统性的连续过程，未深入其符号行为、思想的变化展开讨论。对20世纪以
来的可视化设计研究进行综述，试图从符号学视角切入其发展的脉络，将可视化放置于知识读写关系模型中，发现可视化设计研究发
展的三个符号性转向，并为反思信息社会中知识读写关系的权力问题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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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解码与符义解析  
—— 20世纪以来可视化设计研究的符号性转向①

可视化（Visualization）被广泛认知为对于数据、

信息以及不可见的知识材料的视觉表征方式，与现代

科学、统计学的发展紧密相关。18 至 19 世纪是统计

学的“黄金年代”，数学家卡尔·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以及皮埃尔·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

发表的统计学理论，随后被社会统计学家阿道夫·凯

特勒（Adolphe Quetelet）扩展应用到社会学领域，[1]

而统计学的广泛应用，同时激发了对于数据展示的需

求，以统计学家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的《统

计工作手册》（Statistical Breviary），传染病学家约翰·

斯诺（John Snow）的《死亡地图》（Ghost Map）等为

代表，涌现了大量用于数据展示与分析的可视化案

例，[2] 也为 20 世纪以后的可视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以来，借助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类搜

集数据、分析数据的能力呈级数增长，数据成为信息

社会的“知识单位”，对数据和信息的展示与分析需

求随之激增，推动可视化设计逐步发展为独立专业领

域。可视化被定义为“通过计算机技术支持，以交互

方式实现数据的视觉表征，从而减轻认知负荷”，[3]

这一定义逐步扩展为一个“伞型概念”，按照不同结构、

不同分支方向进行分类。例如，按照再现目的差异细

分，[4] 根据所应用学科进行分类，[5] 此外，还以数据

特征、[6] 动态和静态差别以及接收者差异等分类。[7-9]

由于可视化发展的细分，针对可视化相关的历史脉络

的梳理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 ：（1）学科史中针对图

形表征的历史脉络梳理，如概率论、[10] 统计学研究

对于可视化的历史分析。[11]（2）针对特定可视化类

型的专门史，例如地图史、热力图史研究等。[12-13]

然而，对上述研究进一步推敲发现，可视化领域

的历史研究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1）遵循时间线索。

（2）构建由初级到高级的线性发展脉络。[14-15]（3）将“研

究者、成果、时间”三个要素以及要素间的关系外显

作为重点。这种学科史的梳理思路是基于两个隐含预

设：一、认为可视化设计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连续过程；

二、默认可视化设计研究发展目标统一，对其发展动

机持绝对正面态度。而“两个预设”也将其发展的脉

络梳理框定在技术更新的范畴，无法为反思可视化的

设计范式以及其在知识读写活动的作用提供思路。可

视化究其根本是一个不同符号集合间的跨域映射活

动，是文字符号到图像符号的转化，同时，可视化作

为一种符号行为，在知识读写关系之中活动，这也意

味着对可视化的研究可以从符号体系、使用者集群以

及信息社会间的知识活动切入，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

信息社会中的知识传播的关系以及所引申出的知识权

力问题。

一、针对可视化的符号学研究路径

视觉思维（Visual Thinking）是借助图形处理超

过知觉能力的复杂现象，展开对于复杂问题的理解

过程，[16] 是人类知识探索过程中一种自发的信息整

理行为。可视化作为视觉思维的工具是以图解再现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作为基础，[17] 将不可

见的知识材料，例如重量、距离、时间等信息要素

转化为可视的符号对象，并以符号性的视觉方法辅

助复杂问题、抽象概念的思考过程。[18] 在符号学家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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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研究中，以“存在图（Existential Graphs）”为代表

的图解推理是研究重点，[19] 皮尔斯将图解文本视为

“符号的符号（Icons of Icon）”，[20] 可见，符号学中对

于图解再现的研究早有渊源。

1.符号学与可视化研究的术语对照

术语壁垒是不同学科进行跨学科分析时的障碍，

所以本文首先将可视化的相关术语与符号学理论中的

重要概念进行比对与转化，为后续论述奠定基础。表

1 列举了可视化图解文本的十组重要概念，其分别与

文本特征、解释过程及意义层次有关。
符号学研究术语 可视化研究术语

文本意义（字面意义）
文本意义指文本客观上携带的意义。

视觉特征
对图解文本中可感知的视觉符号的特
征描述。

指称意义
符号通过编码规则与外部对象建立的
指涉关系。

图例
图解文本中视觉对象的意义指定。

意图意义
意图意义指发送者的主观意图。

文本标题 /图形符号规律
可视化文本指称意义间所显现的观
点、概念、知识。

词符以及意素
意素位于表意系统高位而词符素处于
低位，空间意素系统的末端为可见的
词符。[21]72

视觉变量以及其意义
可视化文本的图例中用于指导解释行
为展开的最小单位视觉符号。

意义分节
基于推理对象的特定性质分类命题对
象，体现为意义分节。对于推理对象
的划分既保证不同对象的划分，且分
节合并又能覆盖对象全域。

图解对象
图解对象指图解文本中的以特定方式
组合若干视觉变量，图解对象是意义
分节，文本中图解对象关系形成意义
全域。

封闭漂流
强调文本对于解释行为的限制性，以
及作者在创造文本时所限定的符号范
围，具体的解释过程与路径可能随解
释者的个人偏好发生区别，但不会超
出文本范围。[21]5

解释限定
图解文本的解释的封闭性体现为解释
者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中展开推
理，这个范围的边界由文本中的指称
意义决定。

动力对象
文本动力对象决定了符号的解释方
向，解释顺序，但并不决定解释结果。
动力对象可能是规则或信仰等不可见
因素。

图解体裁
图解体裁是牵引可视化文本解释行为
的动力对象，体裁指示解释惯例，为
解释行为的展开提供方向。

中介对象
解释者必须通过中介对象来感知文本
解释的动力性，中介对象为再现物提
供了继续解释的可能。

知觉规律（尺寸、位置等的感知）
可视化文本中，解释者通过视觉变量
来感知文本的解释动力，对视觉信息
的知觉组织为继续解释提供可能。

意图定点
任何有意控制群体性意义解释的努力 ,
为“意图定点”, 即让尽量多的目标
接收者取得“适当”的意义的期望。

意图定点
知识发送者期待的解释停止点。通过
图解文本中的视觉符号指称意义获得
的结论。

发送者，解释者
发送者与解释者是串联符号行为的主
体，符号行为开始于符号的发送者，
符号运动的终点是符号的解释者。

图解发送者，图解接收者
可视化的发送者与接收者是图解思维
过程的关键主体。在图解传递过程中，
解释者表述为图解接收者，具备针对
图解文本解释的解释者身份。

表 1 符号学与可视化研究的术语对照

2.可视化文本是用于知识表征的双重符号

映射

可视化既涉及对不同的数据类型的表征，也涉及

数据文本与图像符号间的映射。[22] 日本学者下岛敦

（Atsushi Shimojima）提出的双重编码模型（Two-Tier 

Model），较为清晰地解释了数据、信息与图形符号

间的映射关系。可视化过程中的符号映射过程可看

作由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象（Represented 

Object）、源类型（Source Type）以及目标类型（Target 

Type）四类符号构成，四者通过再现、指称、映射三

种关系相连接（图 1）。为了更好地说明可视化文本

中的四种符号身份以及相互间的映射关系，以国家统

计局 1953 年至 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例，进行可视

化设计（图 1）：源类型 ={1953 年到 2020 年的历年

人口数据 }，可以通过源类型数据集指称人口数据的

变化趋势，目标类型 ={ 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 }。通

过再现体所呈现的知觉规律（矩形越来越高），矩形

的高度变化作为对象，映射目标类型（人口逐年增长

的趋势）。

3.可视化文本的元语言特性

可视化文本都为图解体裁，图解体裁对于解释流

程、文本模块以及符码意义的获取规则都有明确的规

定，这也是其所特有的元语言属性，皮尔士将图解再

现的元语言特性称为“超级像似符（Super Icon）”，[23]

而这种像似性则来自于其意义层次间的直接指称。

首先，可视化文本的元语言特性，体现为文本的

意义层次、文本模块以及解码流程的固定。（1）可视

化文本依据符码展开三层可解释意义的推演，从视觉

意义（图形符号有什么特征）到指称意义（视觉特征

代表什么意思），最终到意图意义（视觉特征说明了

什么）。（2）可视化图解的文本模块，指其在二维空

间按照“可感知性”拆解为若干可见的模块，划分为

图解空间、图解对象、阐释限定（图例）以及说明文

字。[24]190 分割的标准在于不同的组件分属不同的意义

层次，为解释行为的展开提供依托，针对不同组件间

的解释需要通过视觉移动实现。图解空间划定文本的

意义范围，图解对象作为被阐释对象引导视觉开启解

释过程，阐释限定为图解对象的意义探索提供参考，

说明文字强调或特别说明重要的图像信息。图解的解

释过程受三重因素制约：其一为符号系统的既定规则，

其二为共同约定的解释惯例，其三为设计者选择的再

现系统。[24]200（3）文本中的三种可解释意义有着明

确的起点与终点，以视觉意义为起点，意图意义为终

点，连续指向，每一次解释都将意义推向下一个解释

层级。

其次，可视化的元语言属性也决定了其文本的封

闭性，这种封闭性体现为两方面 ：（1）文本的解释范

围有限。文本的符码仅作用于图解文本范围内，超出

文本范围符码解释意义无效。例如，图 1 中的条形图，

再现体 { 矩形 } 解释为 { 人口数量 }，在另一个图解

文本中，同样的再现体 { 矩形 } 有可能被解释为 { 生

图1 可视化文本中的双重符号映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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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 } 或其他任何的数据和信息，所以符码的解释

意义仅封闭于单一文本。（2）文本存在解释终点。视

觉意义可通过文本中的图形直接感知，而指称意义与

意图意义在文本中不可见，只能依据视觉符号推理获

得。视觉意义通过文本符码指向指称意义，而意图意

义则来自若干指称意义所形成的意义网络，通过符号

修辞策略，可视化图解文本强化了解释路径，最终锚

定意图定点。

二、20世纪以来可视化研究发展的三个转向
从 20 世纪到 21 世纪，可视化越来越深入地参与

知识传递，知识表征的方法发生了巨大改变，[25] 而

这些变化并不是停留在技术与方法的更新迭代，而更

多是其作为知识读写方式所侧重的符号重点的三次转

向。新转向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上一阶段戛然而止，而

是在原有路径之上开辟一条新的脉络，并逐步发展为

领域主流思潮。

1.起点：关注数据与视觉符号的编码理据

规则

早期可视化研究将可视化作为知识表征方法在科

学界和知识界的推广与实践作为主要目标，需要回答

的问题是“数字按照什么方法可以转化为图形？”此

阶段，研究重点是数据与视觉符号的编码理据规则的

规范化、系统化。虽然，此阶段将符号文本的编码规

则作为重点，但并不意味着符号活动中的其他要素消

失了，而是通过理想化预设的方式来略过。

（1）规定编码规则。编码理据的规范化是指针对

特定数据特征逐步类型化为固定的可视化模型，针对

特定材料类型形成专用的编码规则与方法，是以知识

材料为导向的设计路径。早在 1814 年，统计学家普

莱费尔就在其著作中使用了折线图、柱状图以及饼状

图，然而，对于数据类型与可视化模型的稳定的转码

规则，离不开统计学界对于这一系列可视化模型的广

泛应用以及积极推广。饼状图与柱状图等模型固定为

特定统计数据类型的图解设计方法，用于展示连续性

的趋势变化、数量变化，以及比重变化问题，并流传

延续至 200 年后的今天。此外，相似的还有，20 世纪

早期的国际图形字体教育体系 ISOTYPE（International 

System of Typographic Picture Education），提出了图标

型可视化（Pictorial Visualization）的编码规则，在数

据表征的基础之上，强调数据可视化的公共教育属性，

为了使图解的编码更易理解、更好阅读，[26]71ISOTYPE

在图解中使用图形取代数字，在 1936 年出版的《国

际图像字体系统》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图形符号的编码

规则和方法（图 2），通过对编码规则的严格规定和

推广，进一步促进了其可视化方法在英国、美国、荷

兰等地的应用。

（2）强化视觉编码的意义规则。从视觉符号推演

出文本的进一步信息，需要依靠对于可感知视觉特征

（颜色、形状、趋势）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组织和整

理，意味着视觉变量的知觉信号到视觉意义间的编码

理据需要一个意义依托，知觉心理学成为重要的规则

参考。知觉心理学将视觉思维的过程解释为将视觉刺

激按照一定规则组织起来的过程，格式塔心理学家马

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总结出了人的 7

种知觉推理原则 ：邻近原则（Proximity）、相似原则

（Similarity）、趋势原则（Common Fate）、数值稳定性

原则（Pragnanz）、连续性原则（Good Continuation）、

完形原则（Closure）及简化原则（Simplicity）。[26]74

知觉组织法则与视觉变量相结合可以达成若干视觉意

义，意味着人类底层视觉规律可以与视觉变量结合引

导特定的解释结果，为可视化图解的编码规则提供了

有效依托（表 2）。
知觉组织原则 是否引入时间 / 空间意义 视觉意义

邻近原则 引入空间意义
规组 ：若干对象在空间意义上相同
或相近

相似原则
归类 ：拥有相同视觉变量的若干对
象具有相同意义

趋势原则 引入时间意义
规律 / 趋势 ：指在一定时间段上，
对象按照图像空间的意义方向不断
发展

数值稳定原则 引入时间意义
跨域映射 ：指不同对象在视觉空间
中，呈现某种性质的一致性

连续原则 引入时间意义
趋势推理 ：指在一定时间段内，单
一对象的某一性质呈现一个系列性
的连续变化

完形原则 引入空间意义
完形意义 ：对象间通过视觉元素形
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图像存在
空间意义

简化原则
知觉效能 ：将复杂对象抽象、归纳
便于理解

表 2 知觉组织法则与视觉意义对照

（3）规范可视化图解体裁。可视化图解对象（Dia-

grammatic Objects）指图解空间中的可感知视觉对象，[27]50

文本的意义获取过程是通过图解对象所呈现出的视觉

意义引发指称意义，最终指向意图意义。图解对象

是可视化文本中具有指称意义的最小单位视觉再现

体。图解对象可以理解为符号学家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提到的“意素”概念，[21]272 图解对象、

视觉再现体及视觉意义三者具有相似性，但完全不同，

具体区分如表 3 所示。三者在概念上有部分重叠，图

解对象用于描述视觉再现体与指称意义的指向关系，

视觉再现体是若干视觉变量合成的集合 ；视觉意义是

图2 ISOTYPE可视化文本编码规则说明（左：数量编码规则；
右：图标编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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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变量间的知觉组织关系。图解对象为视觉意义到

指称意义提供指向，其定义由图解设计者决定，也意

味着图解设计者控制解释方向。
概念 定义 所代表的关系

图解对象 具有指称意义的最小视觉再现体
视觉再现体与指称意义的指向
关系

视觉再现体 若干视觉变量的合成
视觉变量构成一个对象的结构
关系

视觉意义
视觉再现体中的视觉变量所呈现
的逻辑意义

视觉变量间的知觉组织关系

表 3 图解对象、视觉再现体及视觉意义比对

（4）预设理想解释者。可视化研究在第二次转向

之前并未将文本解释者纳入研究范围，而是将解释者

预设为图解文本的“理想解释者”。此概念来自叙述

学中的“理想读者”（Ideal Reader），可视化文本的编

码行为的展开，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解释主体，而

是文本创作者预设的“想象的读者”，理想读者成形于

解释过程，拥有与作者一样的解码能力。[28] 虽然，符

号学中将感知的瞬间认定为符号解释过程的开始，[29]149

然而，对于可视化图解，开始解释过程并不意味着开

启了有效解释，因为存在两种解释可能性 ：被当作自

然图像（Natural Image）或图解图像（Diagrammatic 

Image）。例如，饼状图、柱状图在没有任何信息素养

的幼儿面前只是彩色的圆形及彩色的长方形，无法解

释出更多意义，只有将可视化文本看作图解体裁，明

确图解文本的元语言本质，解释者根据图像展开视觉

推理过程，才意味着文本的有效阅读过程。所以，接

收者对于文本的有效解释过程是以对于图解体裁的认

定和理解为起点的，意味着接收者需要具有两部分能

力 ：一、接收者可识别图解形式特征，并将其图像按

照一种特殊的叙事体裁看待 ；二、接收者具备按照图

解的读取步骤展开解释过程的能力。图解文本限定其

符号的解释意义在文本内，其元语言倾向要求解释过

程必须按照图解体裁所规定的阅读方法进行解释。

2.效率转向：关注优化可视化文本的解释效率

如果说，可视化研究的第一阶段的特点之一是未

将解释者纳入研究，那么可视化研究第二次转向的出

现标志则是对使用者集群与符号的关注，解码过程成

为重点。知识界认同图解对于非物质信息的再现能力

以及辅助量化研究的优势，使用可视化再现逻辑、过

程，以及概念的诠释逐步发展为知识探索、知识传递

的基础技能。图解读写成为社会的基本信息素养，[30]

可视化发展为一个结构化的规约符号体系，通过确定

信息需求、检索信息、评价信息的方式，让可视化成

为不同主体间、领域间的知识传递的工具。具体来说，

1996 年，可视化领域的权威会议可视化与可视分析

大会（IEEE VIS Conference），首次将用户中心设计

纳入，作为大会议题之一。

（1）解释效率成为重点。可视化作为符号性的高

阶视觉分析和推理工具，可降低处理复杂问题时对

于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高需求，[31] 可视

化图解让推理行为真正意义上具备可繁衍性（Fertili-

ty），[32] 而 1970 年代，视知觉领域的重要学者詹姆士·

吉布森（James J.Gibson）提出的示能原理（Affordance），

将认知科学及知觉心理学引入可视化研究，为可视化

指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与目标。[33] 从理论上来说，

示能原则主要与如何突破思维过程中的视觉工作记忆

（Visual Working Memory) 的限制有关。[34] 视觉工作

记忆一方面是人类视觉思维的关键，决定个体对于复

杂问题的处理能力 ；另一方面，视觉工作记忆的有限

性促使人类必须在应对复杂问题作出信息筛选。根据

示能原则，为了更好地优化可视化文本的编码需要以

引导解释过程的展开为原则 ：由视觉特征到知觉规律

的形成，视觉意义到指称意义指向，缩小不同符号系

统间转化的难度。

（2）以优化解释效率为导向的编码理据体系。在

可视化设计研究的第一阶段，编码规则的建立主要依

据数据材料的类型以及可视化目的，而示能原则为导

向的转折点出现后，此阶段编码理据进一步规范，并

更加强调视觉符号的意义体系与语法，逐步形成服务

于解释过程的编码理据体系。地图学家雅克·贝尔蒂

（Jacques Bertin）提出，可视化图解对象应该具备可选

择性、可联系性、有序性及量化性。[35]11 按照上述原则，

将可视化文本的符码进一步拆分为可感知的图解对象

（表 4）：点（Point）、轮廓（Contour）、区域（Area）、

区间（Interval）、路径（Path）、图标（Schematic Fig-

ure）。[36]380 而通过图解对象与视觉变量、知觉组织原理、

再现系统串联则可以表达多种指称意义，进而获得意

图意义作为推理结果。贝尔蒂所架构的图形符号学路

径为计算机主导的可视化设计奠定了基础，计算机图

像学家利兰·维尔金森（Leland Wilkinson）进一步在《图

形的语法》（Grammar of Graphics）中将可感知的视觉

再现体类型归纳为 ：形式（Form）、表面（Surface）、

动效（Motion）以及文字（Text）四个大类，每一个

大类中下划为不同子类变量。[36]274

视觉再现体 图解对象 知觉组织原则 视觉意义

点

位置 邻近原则
位置表明不同对象在图解空间意
义的异同（引入空间意义）

颜色 / 肌理
相似原则、趋势
原则

颜色 / 肌理用于区分同类或非同
类对象

尺寸
相似原则、趋势
原则、数值稳定
原则

尺寸可以代表不同对象的数值差
异，或同一对象的数值变化过程

（引入数量意义、时间意义）

形状 相似原则
形状用于标注区分同类或非同类
对象

标签 标签用于强调特定对象的信息

轮廓

位置 邻近原则
位置表明不同对象在图解空间中
意义的异同（引入空间意义）

形状 相似原则
形状用于标注区分同类或非同类
对象（引入空间意义）

面积
趋势原则、数值
稳定原则

面积代表在图解空间中的不同对
象的数值关系或同一对象的变化
过程（引入数量意义、时间意义）

颜色 相似原则 颜色用于区分同类或非同类对象

标签
标签用于强调特定对象或者特定
位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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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位置 邻近原则
位置表明不同对象在空间中意义
的异同（引入空间意义）

面积
相似原则、趋势
原则、数值稳定
原则

面积代表在图解空间中的不同对
象的数值关系或同一对象的变化
过程（引入数量意义、时间意义）

形状 相似原则
形状代表对象在图解空间中的不
同意义表现（引入空间意义）

颜色 相似原则
颜色用于区分同类或非同类对
象，或一个对象内的不同组成部
分

肌理
相似原则、趋势
原则、数值稳定
原则

肌理密度代表在图解空间中的不
同对象的数值关系或同一对象的
变化过程（引入数量意义、时间
意义）

标签 标签用于强调特定的信息

区间

颜色 相似原则 颜色用于区分同类或非同类对象

尺寸
用于说明在图解空间中的不同对
象的数值或同一对象的变化过程

（引入数量意义、时间意义）

路径

位置 邻近原则
位置表明不同对象在图解空间中
的逻辑意义（引入空间意义）

方向 相似原则
同一对象的变化过程（引入数量
意义、时间意义）

形状 相似原则
形状用于区分同类或非同类对象

（引入空间意义）

颜色 相似原则
颜色用于区分同类或非同类对象

（引入空间意义）

标签 标签用于强调特定的信息

图标

构成方式相
同 / 不同

邻近原则、相似
原则

视觉变量异同用于归类同类或非
同类对象

视觉变量相
同 / 不同

位置区分对象在图解空间中意义
的异同（引入空间意义）

区分不同对象的数量差异 ：可表
明拥有某一相同性质的对象的数
量

表 4 可视化文本中图解对象的视觉意义对照

3.符义解析：关注可视化文本的意义原理

可视化研究的第三个转向，不是对于新技术与

新编码方法的再一次迭代，而是反向对于可视化设

计的“元语言”追溯，可视化文本中的图解再现的

原理以及编码特征得到关注。随着人工智能的迭代

发展，机器视觉研究的新方向也瞄准了对于图解文

本的学习，[37] 而模型的训练，离不开对于图解文本

的有效的意义分割和标注。可视化图解为什么具备再

现数据信息材料的能力？可视化图解又是如何再现数

据信息材料？这些成为关注重点。

（1）可视化图解的研究以“可见”与“不可见”

作为边界的划分，按照研究中的侧重点差异将可视化

研究进行“元分类”（Meta-Taxonomy），[27]48 可分为

四个类型 ：图解视觉符号研究、图解对象结构研究、

图解的意义研究、语境应用研究，四种类型分别侧重

图解体裁相关的 9 个要素（表 5）。
研究角度 关键因素

图解的视觉符号

1. 基础图形库

2. 符号类型

3. 图形的抽象方式

图解的对象结构 4. 图形结构

图解的意义
5. 意义的对应模式

6. 被再现信息

语境应用

7. 任务与互动

8. 知觉过程

9. 社会语境

表 5 可视化图解研究的分类 [27]48

四个图解研究的切入角度存在结构性关系，分别

关注图解文本“可见”与“不可见”的部分。图解的

视觉符号与对象结构的研究针对图解文本的“可见”

对象，关注图解的视觉特征与结构 ；图解的意义相关

的研究，则是针对图解“不可见”的部分，分析底层

的意义原理以及其与特定图解再现目的的关系 ；语境

相关的研究则是关注图解中“可见”与“不可见”部

分的结合，关注其如何引导完成特定的知觉任务，辅

助推理过程。

（2）可视化图解文本的“元分割”。元分割是将

图解文本在二维空间按照其解释流程进行拆解，图

解文本由哪些“可见的”意义模块组成，形成图解

文本的语料库，而拆分可视化文本最大的难度在于

对符号关系和符号类型的梳理，以及图解文本中的

符义单位的划分。[38]68 一、多模态分割方法。基于多

模态理论的观点，将图解看作一种混合多符号形式

的文本模式，例如，自然语言与插图的混合使用等。

多模态观点并非封闭地针对图解文本进行分析，而

是将图解文本置于传播框架中，将沟通目标等语境

相关因素考虑在内。[38]76 二、基于阐释行为切分图解

文本的构成模块。基于解释过程，将图解文本在二维

平面中划分为图解空间、图解对象、阐释限定（图例）

以及说明文字。分割的标准在于不同的组件都在不同

的意义层次，为解释行为的展开提供依托，针对不同

组件间的解释需要通过视觉移动实现。图解空间划定

文本的意义范围，图解对象引导视觉开启解释过程，

阐释说明为图解对象的意义探索提供参考，说明文字

强调或特别说明重要信息，图解的解释过程是由规则、

惯例以及被选择的再现系统决定。[24]203 三、意素分析。

为了帮助机器学习如何阅读可视化文本，计算机领域

多是从语义角度将图解样本进行意素标记，例如根据

图解意义将其分割为主体、文字、箭头等。[39]

三、可视化文本中发送者强势的知识读写
关系

可视化研究发展一直将研究目光聚焦于特定的

符号问题，并未将反思可视化在知识读写关系的作用

纳入研究考虑，对于可视化所带来的知识生产关系

的变化，以及知识伦理的问题一直没有作为学界讨

论的重点。可视化文本中的图形符号作为信息的转

写方式，存在再现形式（Form）与知识内容（Content）

的分离。[35]3 可视化图解文本与其所再现的知识材料

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针对同一材料可以选择多

种再现方式，图解意义原理与生成方式的研究的发展

进一步强化了对于图解的“写作”的偏重，也就映现

出信息社会中知识读写的权力关系。

1.可视化串连起的三种知识读写关系

知识传递，也可以看作一个说服性对话或批判性

讨论的展开，[40] 知识发送者通过知识材料与接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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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期待接收者经过推理接受观点、概念、经验等。

以可视化为媒介，知识读写呈现三种不同的关系形态：

知识读写方为同一主体 ；读、写为不同主体 ；读、写

为不同主体，且可视化设计者作为专业编码者参与知

识读写。

（1）知识发送者就是接收者。可视化应用于知识

读写的第一种形态是图解文本作为个体知识探索的方

法，图解作为知识探索工具，此时知识图解的读写方

为同一主体，图解作为主体内在思维外化的工具。

（2）知识发送者不是知识接收者。图解在知识读

写关系中的第二种形态是图解文本成为不同主体间进

行知识交流的工具，虽然读写方为不同主体，但此时

知识读写关系相对平等，图解的读写能力相当，信息

对称，但当知识发送者的编码能力、编码技巧提升，

这种信息对称的平衡关系逐步打破。

（3）可视化设计者参与知识读写。知识读写关系

中的第三种形态是专业可视化编码者参与到知识读写

关系中。可视化设计者作为第三方参与知识读写，却

是知识传递过程的“第一读者”，知识材料经由设计

者转化为可视化图解文本，所以，设计者如何理解数

据，如何筛选和组织知识材料以及梳理知识材料的核

心逻辑成为知识读写的关键。作为知识“守门人”（Gate 

keeper），可视化设计者通过双重转写（视觉编码→视

觉强化）建构了接收者的认知边界。

如图 3 所示，从知识读写为同一主体到专业编码

者参与，形成知识读写的三种关系模型，可发现读写

关系随参与主体数量的增加而延长，中间编码环节增

多，尤其当设计者参与知识读写关系模型，需要经过

材料的两次转写，第一次转写发生在设计者作为“第

一接收者”对知识材料的判断、分析 ；第二次转写则

发生在设计者将知识材料转化为知识图解，从文字文

本到图解文本的转化。设计者作为两次知识材料的转

写中心，既作为知识接收者（解码者）又作为知识转

写者（编码者），决定知识读写的串连关系。

2.可视化知识表征中的发送者具有信息优势

可视化知识表征的发送者优势来源于图解体裁的

元语言倾向，可视化图解提供引导解释过程并限制解

释范围的可能。图解体裁的元语言倾向决定可视化文

本必须经过一个连续性的解释过程，解释步骤按照规

定方向展开，必须遵照视觉意义到指称意义的推演，

此外，图解的有限衍义也意味着图解文本只能在预设

的意义范围内展开解释。可视化以应用为中心的研究

加剧知识读写关系的力量拉锯，针对知识材料的可视

化设计方法的“选择”来自对于接收者理想读法的期

待，图解设计方法具有意图性，“图解的制作更类似

于选择，基于同样的信息创造 100 张不同的图解，所

需要的想象力小于耐心”。[35]9 知识发送者凭借对编码

规则的掌控，既享有文本创作自由，又具备通过元语

言预设干预解释路径的能力，知识图解中的发送者优

势是知识读写关系倾斜的主要原因。

（1）可视化研究中的知识接收者末位范式。在可

视化研究的脉络梳理中，从可视化研究起点的“理想

读者”预设到对于高效解释行为引导再到意义回溯，

知识接收者一直都处于“被预设对象”或“被研究对

象”，并没有被看作知识读写关系中的平等对象。另外，

在可视化作为知识表征方式所串联起的知识读写关系

中，知识接收者必须遵守可视化图解体裁所固有的解

释流程，也需要文本的符码规则推演符号的指称意义。

（2）解释效率背后的意图定点。示能原则被可视

化领域广泛认同，“知觉效率”“优化信息过载”成为

研究解释干预的正义性前提，[41] 然而“效率”一词

放置于知识读写关系中，即指知识接收者的解释结果、

速度与知识发送者的预设间的匹配度 ：解释速度快则

效率高 = 匹配度高，解释速度慢则效率低 = 匹配度低。

所以，“效率”的提出，意味着可视化文本必然暗含

一个知识发送者期盼解释停止的理想暂止点，这个解

释停止的位置称之为文本的意图定点，意图定点通过

指称意义间的关系显现，[29]180 对于意图意义的解释干

预并非具体的、可观察的解释动作，而是指称意义连

续解释过程中的对于意义追溯的终点的控制与引导。

3.图解体裁成为信息社会中可信文本的象征

可视化图解文本述真问题的判断与发送者意图、

文本的可信度有关。随着可视化图解在知识探索与知

识沟通过程中的广泛应用，数据的整理与视觉再现成

为信息社会的基础信息素养，也意味着可视化图解在

社会语境中是作为可信文本被认定。可视化图解的诚

信问题早在 20 世纪中期就被部分研究者提出，并对

图解诚信与伦理问题表示担忧。1954 年出版的《如

何使用统计学撒谎》（How tolie with statistics），[42] 批

判并反向表达可视化图解的主观性和可操作性。随后，

一系列有关图解诚信的出版物出现，例如《如何使用

地图撒谎》《怎样分辨一个统计学家和一个骗子》等。

然而，这些讨论更多停留于大众读物的水平，并没有

严肃地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谎言本身是指与事实相反，

但图解所再现的事实只是与真相存在强弱关系，所以

并不能断定其与事实相悖。法国哲学家让 - 弗朗索瓦·

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讨论的后现代知识叙

事中，认为信息社会中不具有权威和绝对的普遍适用

图3 可视化串连的三种知识读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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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科学与知识是一种叙事方式，而科学与现代知

识生产和传递所依赖的方式则逐步发展成为知识的

“元叙事”。对于非物质知识的探索趋势以及对于科学

知识生产方式的认同，逐步稳固了图解体裁在知识读

写关系中的身份，将图解的读写认定为基本信息素养。

在这种关系下，科学与知识是信息社会的叙事，可视

化图解是科学与知识的叙事方式，那么可以推理出图

解则是信息社会的元叙事，由知识权威建立，[43]20 并

引导社会的认知方向，图解体裁成为可信文本的象征。

但可信的可视化图解所传达信息是否真实？述

真问题讨论是以符号传达是否表达发送者心中的诚信

作为主要议题，[43]254 格雷马斯对于述真问题的讨论建

立在“是”“似”及其对应的“非是”和“非似”上。

他提出了四种可能性 ：真、假、幻觉、保密伪装。符

号学家赵毅衡先生进一步将四种可能性转化为文本发

送者的诚信意图与文本意义的关系，[29]258 体现为诚信

意图、非诚信意图以及可信、不可信文本的组合关系

（表 6）。
真 = 诚信意图 + 可信文本 保密伪装 = 诚信意图 + 不可信文本

想象 = 不诚信意图 + 可信文本 假 = 不诚信意图 + 不可信文本

表 6 诚信意图与文本意义的关系 [29]258

可视化文本的图解体裁决定了其解释极限是文本

的意图意义，而意图定点的达成即可视化图解的设计

目标，意图定点是否来自知识发送者的诚信意图决定

了可视化文本是否可信。根据四种文本述真类型，可

视化图解文本随知识发送者意图可以是真文本及想象

文本两种，而在后真相时代，“诚信”与“非诚信”

的动机又进一步存在相对性。所以，信息社会中，需

要解释者具备更加高明的甄别能力，必须反思出其意

图意义，才有机会掌握选择是否相信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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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odern” Agriculture: Visual culture 
and image communication of Nonglin 
Xinbao

Li Jia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graphy, pictorial plate-making, 
and printing technologies, “visualized” and “imagery-based” 
representational means were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printing 
and distribution of moder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agricultural publications, cover design, promotional 
advertisements, and illustrations delivered a significant visual 
impact, leaving strong impressions on readers. The images in 
Nonglin Xinbao provide a “visible” path to understanding early 
Republican-era agriculture,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farming practices, agricultural science, etc.
Key words
Nonglin Xinbao; cover; advertisement; agricultural imagery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Exhibition”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Ge Hualing

Abstract
The “Chinese Language Exhibition” was an exhibition held in 
1939 by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ociety to promote 
Latinized new characters and carry out patriotic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explicit-implicit relationship and internal tension 
of the three discours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xhibition” 
from perspectives of both curators and audienc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re issues and internal evolutionary logic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nationa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materiality of 
writing, the aesthetics of calligraphy, and its important role in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Exhibition;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alligraphy; Latin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esthetic 
modernity; cultur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On the Diverse Value and Protection of 
Digital Art

Song Fangbin

Abstract
Digital art integrates multiple elements such as fine arts, 
des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onstrating its aesthetic,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s. Further clarifying the legitimacy 
of pluralistic governance of digital art and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protection model that integrates technical, 
economic, legal, and social safeguards has become a 
key initiative and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rt.
Key words
digital art; multiple protectio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ding, Decoding and Semantic Analysis—
The semiotic turns of visualization design 
research in 20th Century

Wang Nana

Abstract
Historical studies of visualization design have traditionally 
framed it as a systematic and continuous process, often 
neglecting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semiotic behavior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ceptual paradigms. This paper conducts a 
critical review of visualization design research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dopting a semiotic lens to trace it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The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ree pivotal semiotic 
turns in the field's progression. Furthermore, by situating 
visualization within the knowledge literacy relations model, 
the study proposes novel perspectives for reflecting on power 
dynamics inherent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within information societies.
Key words
visualization; coding; decoding; semantic analysis; knowledge 
literacy

A Study on the Huoshao Cave of Longmen 
Grottoes, the Merit Cave of Emperor 
Xiaoming

Chang Qing

Abstract
The Huoshao Cave is the largest royal cave of Northern Wei 
(368-534) in the Longmen Grottoes, and the main statues on 
the main wall of the cave were destroyed shortly after their 
completion. The Huoshao Cave is the merit cave of Emperor 
Xiaoming (r. 516-528), and the key to revealing the function 
of the cave is to find the reason of its destruction. Judging 
from the signs of destruction, it’s not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earthquake but human that caused the destruction. Moreover, 
if a Longmen Northern Wei cave is linked to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n the reason for its destruction can only be linked to 
a life-or-death conflict between Empress Dowager Hu (?-528) 
and Emperor Xiaoming.
Key words
Longmen Grottoes; Huoshao Cave; Emperor Xiaoming; 
Northern Wei dynasty; Buddhist art

Revisiting Liu Haisu: Why Every Chinese 
Painter Must Also Be a Calligrapher

Huang Dun

Abstract
Liu Haisu was not only a preeminent modern Chinese artist 
and art educator, but also an outstanding calligrapher.  H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basic role of calligraphy 
in Chinese painting teaching, and established dedicated 
calligraphy and seal carving courses in Shanghai Art School, 
emphasizing the essential synergy between calligraphy, seal 
carving,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Through analyzing 
Liu’s calligraphic works and pedagogical philosophy, this study 
urges contemporary painters to reclaim calligraphic cultivation 
as the pathway to achieving the classical ideal of the unit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Key words
Liu Haisu; calligraphy exhibition; painter; calligrapher


